
２０２２ 年 ７ 月

第 ２４ 卷第 ４ 期
　 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Ｊｕｌ． ２０２２
Ｖｏｌ ２４ Ｎｏ ４

不要独自走进那个良夜
———社交能力受限对认知老化轨迹的影响

高明华

（哈尔滨工程大学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黑龙江 哈尔滨 １５０００１）

　 　 ［摘　 要］ 老年认知障碍发病率逐年上升，正成为一项重要的公共卫生问题。 在尚无

有效治疗手段的情况下，识别可改变的风险因素对于预防疾病发生至关重要。 基于中国

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的四轮数据，采用组基轨迹建模方法，分析了身体上的社交能力受限

对认知老化轨迹的影响。 结果表明，老年认知老化轨迹可以分为四种类型。 基线时社交

能力受限越严重，老人就越可能属于认知表现更差或下降速度更快的轨迹组群。 伴侣和

子女对老年认知具有一定的保护作用，但是也不能抵消身体受限对认知能力的损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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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背景

在中国，轻度认知障碍和痴呆的发病率逐年上升，正成为一项重要的公共卫生问题。 据国内最

新调查数据估算，中国 ６０ 岁及以上人群中，轻度认知障碍的患病率为 １５ ５４％，患者数量为 ３８７７ 万

例；痴呆患病率为 ６ ０４％，患者数量为 １５０７ 万例；痴呆和轻度认知障碍的总人数占比超过 １ ／ ５［１］。 更

大口径的全球疾病负担（Ｇｌｏｂａｌ Ｂｕｒｄｅｎ ｏｆ Ｄｉｓｅａｓｅ）的研究估算，中国痴呆患病率 １９９０ 年到 ２０１６ 年增

长了 ５ ６％，而同期全球患病率的增幅为 １ ７％［２］。 认知障碍不仅给患者、家庭和社会带来巨大冲击，
还是导致老年失能的主要原因。 面对数量庞大和增长迅速的认知障碍人群，我们面临的困境是对这

一疾病的认知度不够和缺乏有效的治疗手段。
轻度认知障碍患者中有 ９９ ２３％的人并不了解自己的疾病，不知道轻度认知障碍是什么以及它与

痴呆症的关系；７１ ３７％的痴呆患者和 ９７ ２％的轻度认知障碍患者从未因认知问题咨询过医生；绝大多

数人认为“岁数大的人就是这样，这不是病”，在患病人群中持这种看法的人占 ６５ １％，与之相比，因经

济困难而没去看病的只占 １９ ７％；还有一些人由于羞耻心而不愿意承认自已的病情［１］。 对疾病缺乏了

解成为预防和治疗认知障碍的主要障碍。 因此，各学科迫切需要从自身学科背景出发，开展有关老年

认知状况和发展轨迹的实证研究，加深对这个并非老化必然结果的疾病的认识并开展预防。
全球范围内尚无有效的治疗认知障碍的医学手段。 因此，识别可改变的风险因素对于预防疾病

发生、推迟发病时间、延缓疾病进展至关重要。 有研究指出，认知障碍的发病时间每推迟两年，到
２０５０ 年世界范围的患病率就会降低 ２２８０ 万，这会大幅减少需要高水平照护的个案数量和降低相关

成本［３］。 国内关于认知障碍的最新研究将认知障碍的风险因素分为不可改变的风险因素（如年龄、
性别和家族史）和可改变风险因素，该文作者建议，我们首先要做的就是针对可改变的风险因素采取

预防策略［１］。
何为可改变的风险因素？ 对于这一问题的回答看似明晰，其实不然。 例如，受教育水平被归为

可改变的风险因素，这是从生命历程的角度进行的划分［１］，但是，对于已经步入老年的个体来说，他
们已经无法再回头提升青年时的教育水平，所以，他们的工具箱中可供选择的工具极为有限。 社会

性是人的本质属性，不论生理年龄和社会地位，因而，要想改善老年认知健康，工具箱中的有效利器



是社会联结 ／社会纽带。
大脑天生爱社交，这是进化使然。 社交断裂（ｓｏｃｉａｌ ｄｉｓ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ｏｎ）或称社会隔绝（ｓｏｃｉａｌ ｉｓｏｌａｔｉｏｎ）

与大脑的本能需求相抵牾，是导致认知下降的风险因素。 参与社会交往需要听说能力和行动能力支

撑，如果个体在这些方面的功能受损，即使家中有儿女、身旁有伴侣，他们也难以从这种在场的社会

关系中受益。 身心并非二元而是一体，身体受限与认知受损之间存在密切关联。

二、跨学科研究前沿进展

（一）演化社会学视角：大脑为处理社交信息而增容

在进化史上，人类大脑容量的增长，尤其是新皮质比例的增加，并非如惯常认为的那样是为了精

进工具或发展文化，相反，它是为了解决因社群规模扩大而带来的社会交往问题［４］。 直立人出现之

后的 １５０ 万年，人类大脑新皮质体积迅速增容（以进化时间表来看，这的确称得上迅速）。 但是，在这

段时间内，人类所使用的工具并没有实质性进步，大部分是简陋的菜刀和手斧。 制作这类工具对智

力要求不高，同一时期，人类在文化上也没什么建树。 到 １０ 万年前才出现了较复杂的工具和较精致

的艺术品。
那么，人类早早地进化出硕大的脑袋到底是用来做什么？ 不同于其他身体组织，大脑组织即便

在安静状态，依然保持高度活跃。 在当时，无论是脂肪还是蛋白质哪怕是碳水化合物都是极为稀缺

的资源。 究竟是什么样的收益使得人类愿意供养如此奢侈的大脑？ 社会脑理论给出的答案是：社群

规模扩大促进大脑容量增加，因为处理复杂的社群关系需要高超的智力。 这一时期，虽然工具和文

化没有令人惊异的进步，但是社群成员急剧增加，社群规模迅速扩大。
社会脑理论的证据既存在于物种层面（物种之间）也存在于个体层面（物种之内）。 在物种层

面，可以根据大脑新皮质体积预测出这一物种的社群规模。 依据这种预测，现代人类的自然社群规

模大约是 １５０ 人，这个数字就是邓巴数。 在个体层面，一个个体的大脑新皮质体积与其社交网络规

模之间应该存在相关性［５］。 邓巴与其合作者开展了一项结合问卷调查和大脑扫描的研究，该研究发

现，那些每周接触人数越多的个体，其大脑眶额皮质的体积更大［６］。
（二）社会认知神经科学视角：大脑默认网络是处理社交关系的网络

科学家曾提出一个不同寻常的问题：当某人不是在完成某项任务时，大脑的哪些区域更活跃？
对于这一问题的研究发现，大脑远比我们想象的更勤勉。 当大脑不执行任何任务时，它并非在静修，
相反，此时有一系列脑区开启，主要体现在背内侧前额叶皮层，它们甚至比大脑在执行某个具体任务

时更活跃。 科学家给这些神经网络取名为“默认网络”（ｄｅｆａｕｌｔ ｎｅｔｗｏｒｋ），因为每当其他任务完成时，
这个网络就会在默认状况下打开［７］。

默认网络如此活跃，它们在做什么？ 答案是，默认网络是社交网络。 人类大脑只要一有空闲就

会恢复到社交状态，思考自己、他人以及自己与他人的关系。 思考社会交往是大脑的一生最爱，也是

大脑首选的存在状态。
终其一生，我们的社会性大脑都会不知疲倦地推动我们与他人保持紧密的社会联结，并在这种

需求没有得到满足时感到痛苦。 由社会联结受损而产生的社会痛苦与肉体疼痛激活的是相同的神

经回路，也就是说社交痛苦与身体疼痛共享相同的神经机制。 正如身体疼痛会提醒个体远离危险，
社会性痛苦也是在警示个体正身处险境，必须重建联结。

（三）认知健康视角：社会交往提升认知储备

老年的大脑并不一定就是老化的大脑，认知衰退也不必然与年龄增长相伴随［８］。 即使大脑解剖

结构出现了病理性改变，认知表现仍旧可以是正常的［９］。 因为大脑会积极地应对疾病和损伤，采取

的方式有两种：更高效地利用可用的认知网络，或者征用其他网络来完成并非它们专事的任务［１０］。
大脑应对病理性改变或者损伤的能力存在个体间差异，这种差异与每个个体的认知储备

（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ｒｅｓｅｒｖｅ）有关。 一个人的认知储备越多，他 ／她能够承受的病理性改变和大脑损伤越多，认

２０１ 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第 ２４ 卷



图 １　 认知储备作用示意图

知衰退出现临床表现的时间越晚。 因此，认知储

备被视为大脑病理和临床结果之间关系的调节

变量［１１－１２］（图 １）。 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老年后

的大脑仍旧具有神经生长性和神经可塑性（ｎｅｕ⁃
ｒｏｇｅｎｅｓｉｓ ａｎｄ ｎｅｕｒｏｐｌａｓｔｉｃｉｔｙ） ［１３］，老年人保持活跃

的社会交往可以提升认知储备，延缓认知下降速

度。 这对干预项目的启发在于，开展针对老年人

的社会刺激性活动（ｓｏｃｉａｌ ｓｔｉｍｕｌａｔｉｎｇ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有
益于改善大脑中的神经联结，创造出抵御认知下

降的缓冲带（ｂｕｆｆｅｒ） ［１４］。 对于那些在青年和中年

时期有较低认知储备的低社会经济地位老人，这一点尤其重要。

三、社会孤立与认知老化

（一）孤独与认知：并非简单相关

相关领域既有研究主要关注孤独对老年认知的影响。 研究发现：孤独感、社交孤立和缺少社会

支持是老年认知恶化的风险因素。 Ｗｉｌｓｏｎ 团队对 ８２３ 名老年人开展了长达 ４ 年的追踪研究［９］。 这

是该领域为数不多的长时段追踪，并且有针对死者大脑的解剖学证据。 在追踪过程中有 ７６ 名老人

发展出阿尔茨海默症，孤独分值前 １ ／ １０ 的老人发展出 ＡＤ 的风险是孤独分值后 １ ／ １０ 的老人的

２ １ 倍。
新近的综述研究将孤独与老年认知之间的关系总结为：虽然更强的孤独感受与更低的认知功能

之间显著相关，但是，在控制一系列被认为会影响孤独的因素之后，一些原初的相关就不再显著。 这

意味着两者关系中可能存在混淆因素，是这些因素同时导致了孤独和认知下降，而不是（至少不完全

是）孤独导致认知下降。
孤独与认知的关系背后不仅存在混淆因素，也存在内部异质性，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主观感

受到的孤独比客观测量的孤独（例如独自居住）更能预测认知结果［１５］；其二，社会网络规模并非老年

痴呆症稳定的预测因素，相反，社会参与度和社交接触频率对老年痴呆症的预测力更强。 对于老年

痴呆症来说，社会关系的结构因素（如规模）并不重要，质的维度才重要［１６］。
（二）既有研究总结和本研究贡献

尽管身心二元论早已被破除，但是既有研究更加强调社会性的心理体验（例如孤独感）对认知结

果的影响，即身体没有得到与心理同等程度的重视，身体受限与心理孤独对认知结果的影响不同。
首先，身体受限（包括听说受限和行动受限）的影响是渗透性的和全方位的，它全面削弱了一个

人参与社会交往的可能。 例如对于耳聋的老年人来说，听力受损在感官上切断了他们与周围环境和

社群的联系。 即使家中有伴侣儿女，楼下有老友邻居，他们仍旧是一座孤岛。 “人群之中的孤独是一

种最糟糕的匮乏”。［１７］

在老年研究中，听说障碍一直未受到应有重视。 听力对认知至关重要，所谓 “听觉塑造心

智” ［１８］。 ２０２０ 年《柳叶刀》发表的一项报告对于预防认知下降给出了 ９ 条建议，其中第 ２ 条就是：鼓
励听力受损者使用助听器［１９］。 这个小型设备的强大作用已被研究所证实［２０］。 我们都知道智力与幸

福感之间不存在显著相关，即不一定智商越高的人就越幸福，但是智力中有一项（实际上也只有这一

项）与幸福感相关，那就是语言智力（ｖｅｒｂ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语言更流畅的人幸福感水平更高［２１］。
其次，身体受限导致个体被迫切断社会联系。 不同于因个人偏好而主动选择的独处，因身体受

限而导致的社会隔绝是被迫的、无助的和绝望的。 它损害个体的主体性、能动性和对生活的控制感。
终生献身社会交往研究的学者约翰·卡乔波（Ｊｏｈｎ Ｃａｃｉｏｐｐｏ）认为，社会孤立并不是因为我们没有或

缺少社会关系，而是实际上存在社会机会和社会关系，但是在每日的生活中我们却缺少利用社会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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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的能力［２２］。 身体受限正是导致这种能力丧失的重要原因，它使得个体在生物学意义的死亡到来

之前就体验到了社会意义上的死亡。
最后，以老年认知表现为因变量的既有研究大多是在某一时点静态评估的认知结果。 本研究将

基于追踪数据，关注认知表现的动态变化，从而区分出个体之间在轨迹类型上的差异。 无论是在自

然科学领域，还是在社会科学领域，追踪和理解事物发展变化轨迹都是重要的研究主题。 相对于对

变量的静态评估，描绘动态轨迹能够提供更丰富的信息。 在中国，随着追踪数据越来越丰富、追踪时

期越来越长，描绘变量的发展轨迹将更加可行。

四、研究设计

（一）数据

“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Ｃｈｉｎａ Ｈｅａｌｔｈ ａｎｄ Ｒｅｔｉｒｅｍｅｎｔ Ｌｏｎｇｉｔｕｄｉｎａｌ Ｓｔｕｄｙ， ＣＨＡＲＬＳ）是在中

国 ４５ 岁及以上中老年家庭和个人中开展的抽样调查，高质量地收集了可用于分析我国人口老龄化

问题的微观数据。 ＣＨＡＲＬＳ 全国基线调查于 ２０１１ 年开展，覆盖约 １ 万户家庭中的 １ ７ 万人。 这些样

本每两到三年追踪一次，到 ２０２２ 年，已经发布了 ４ 轮追踪数据，这些数据的采集年份分别是 ２０１１
年、２０１３ 年、２０１５ 年、２０１８ 年①。 本文采用的是 ４ 轮调查都成功追访到的年龄在 ６０ 至 ７０ 岁之间的样

本数据。 样本量为 ３６４３ 人，其中男性 １７７３ 人，女性 １８７０ 人，性别比例均衡。
（二）变量

１ 因变量：认知完整性

“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对“认知能力”的测量包含两个部分，即心智状况（又称为认知完整

性）和情境记忆，它们评估的是认知能力的不同维度。 本文以“认知完整性”作为因变量，因为它被

证实能够用来评估总体认知（ｏｖｅｒａｌｌ 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而总体认知对认知损伤更敏感［２３］，而且，调查以三个

模块测量了认知完整性，相对而言，覆盖的维度更加全面。
测量心智状况（即认知完整性）的三个模块是日期认知、计算能力和画图能力。 关于日期认知能

力，受访者需要回答受访当天的年、月、日、季节和星期，答对 １ 项计 １ 分，共 ５ 分。 关于计算能力，受
访者需要进行 ５ 次计算，回答 １００ 减去 ７ 等于多少，回答的数值再减去 ７，重复 ４ 次，正确 １ 个计 １
分，共 ５ 分。 关于画图能力，受访者需要按要求画出访员展示的一张两个五角型重叠的图片，画出图

片计 １ 分。 认知完整性得分为上述三项测试得分的总和，满分为 １１ 分。 本研究计算出了每位样本

成员在 ４ 轮追踪测量中的认知完整性得分，这是模型勾画认知变化轨迹的基础。
２ 自变量：社交能力受限

本文从两个方面评估社交能力受限：听说受限和行动受限。 听说受限包括听的能力和说的能力

受限。 行动受限包括视觉能力、行动能力（跑、走、站、爬楼、下床）、排泄控制能力、是否使用辅助设备

（包括轮椅、拐杖、代步器）。 简言之，这里关注的社交能力包含与他人的沟通能力（听说）和主动参

与社会交往的能力（行动），它们既涵盖了在家庭内部与家庭成员的交流能力，也包括走出家门更广

泛地参与社会交往的能力。 将评估各种能力的所有题项的得分加总，得到社交能力受限的总分值，
取值范围在 ０ 到 １５ 之间，分值越大表明个体的社会交往能力受到限制的程度越高。

轨迹组群身份的预测变量通常是在追踪起始期（即基期）测量的［２４］，这样才能评估其“预测”轨
迹的能力。 本研究对社交能力受限的操作化测量采用的是 ４ 个时期 Ｔ（ ｔ１， ｔ２， ｔ３， ｔ４） 当中的 ｔ１时点

即 ２０１１ 年的数据。
３ 控制变量

模型的控制变量包括年龄、性别、城乡、受教育程度、子女数量、婚姻状况。 其中，年龄、性别、城乡和受

教育程度是与研究问题相关的社会人口学变量。 在“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２０１９ 年 ５ 月发布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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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与养老报告”中，作者团队在对“认知能力”进行描述性统计时，也是基于上述 ４ 项社会人口学指标进

行分类比较。 论文纳入子女数量和婚姻状况变量，以在控制亲密关系的情况下评估社交能力受限的影响，
同时也便于比较参与亲密关系的能力与参与更广泛的社会交往的能力对结果变量的作用。

（三）模型

本文采用的是组基轨迹模型（Ｇｒｏｕｐ－Ｂａｓｅｄ Ｔｒａｊｅｃｔｏｒｙ Ｍｏｄｅｌ， ＧＢＴＭ）。 学者创建该模型的目的

是为了分析某一结果的历时演化过程，或者说历时发展轨迹。 相对于对发展轨迹建模的其他方法，
组基轨迹模型具有三方面的特色。 第一，它能够识别出总体中存在的彼此不同的轨迹组群。 这些轨

迹组群是对复杂现实的统计近似，而非真实存在的可见实体［２４］。 但是，这些轨迹组群之间确有区分

性特征，所以它们才呈现出彼此不同的特质。 第二，它能够揭示出组群身份的预测变量，即哪些因素

能够将成员分类进不同组群。 第三，它能够以易于理解的方式呈现研究结果，体现在该模型的轨迹

图和统计表（尤其是轨迹图），即使对于非专业读者，这种以轨迹图的形式呈现的结果也一目了然，便
于交流研究发现。

组基轨迹方法区分个体差异的方式与增长曲线模型不同。 它假定总体中发展轨迹可以分类，历
时轨迹在各个子群之间存在本质上的不同，而不是在个体之间连续分布。 模型的目的就是识别出这

些轨迹组群，包括形态和规模。 轨迹形态指的是，轨迹是直线的还是曲线的，如果是曲线的话，那么

是一波的还是多波的。 轨迹规模指的是，每个轨迹组群的样本比例，即每个轨迹的人数占总人数的

比例。
组基轨迹模型能够处理三种类型的数据：删截数据、计数数据和二分数据。 本文的因变量“认知

完整性”是取值范围在 ０—１１ 之间的整数，属于计数数据。
Ｙｉ ＝ ｛ ｙｉ１， ｙｉ２， …， ｙｉＴ｝ 是对个体 ｉ 在时期 Ｔ 内的追踪测量结果。 Ｐ（Ｙｉ） 是个体 ｉ 的历时行为结

果 Ｙｉ的无条件概率，它表示为方程（１）。 Ｐ（Ｙｉ） 等于个体 ｉ 在每一轨迹组群 ｊ 的概率 Ｐ ｊ（Ｙｉ） 的加总。
其中，Ｐ ｊ（Ｙｉ） 是一个条件似然函数，它指的是，如果个体属于组群 ｊ，那么 Ｙｉ 的概率就是 Ｐ ｊ（Ｙｉ）。 每

个概率的权重 πｊ是构成每一组群 ｊ 的人数占总人数的比例，它是被随机抽取的个体属于组群 ｊ 的概

率，也称为组群 ｊ 的成员身份概率。 条件概率 Ｐ ｊ（Ｙｉ）的计算过程如方程（２）所示。 其中，ｙｉｔ是个体 ｉ
在 Ｔ 期内每个时点的历时测量结果，ｐ ｊ（ｙｉｔ）是组群 ｊ 中 ｙｉｔ的概率分布函数［２４］。

Ｐ（Ｙｉ） ＝ ∑
Ｊ

ｊ
πｊＰ ｊ（Ｙｉ） （１）

Ｐ ｊ（Ｙｉ） ＝ ∏
Ｔ

ｐ ｊ（ｙｉｔ） （２）

五、分析结果

（一）模型拟合评价

对于组基轨迹模型来说，模型选择主要考虑该方法的两个核心成分：轨迹数量和每条轨迹的

形态。
轨迹数量指的是总体成员可以被归类为几条彼此不同的轨迹。 一般来说，如果追踪数据涵盖的

时期长，即追踪的轮次多，那么可能被识别出来的差异化轨迹也就更多。 一项有关男性收入变化轨

迹的研究有历时 ２５ 年的追踪，所以它能够识别出 ８ 条彼此不同的轨迹［２５］，而这对于只有 ４ 轮或者 ３
轮追踪调查的数据是不可能实现的。 数据越丰富，提供的信息也越充分。

关于轨迹形态，组基轨迹模型允许总体中的每个组群轨迹有不同的形态，这种灵活性正是这一

方法的优势之一。 每个组群 ｊ 的轨迹形态取决于时间的多项式阶数，它是由下述方程中的参数 β ｊ
０ 、

β ｊ
１、β ｊ

２ 、βｊ３ 确定的。
ｙｉｔ ＝ β ｊ

０ ＋ β ｊ
１ Ｔｉｍｅｉｔ ＋ β ｊ

２ Ｔｉｍｅ２ｉｔ ＋ β ｊ
３ Ｔｉｍｅ３ｉｔ ＋εｉ ｔ

三阶多项式界定了三次项轨迹；二阶多项式界定了二次项轨迹，一阶多项式界定了线性方程，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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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含截距项的零阶多项式界定了一条水平线。 对于每一个轨迹组群 ｊ，都会估计一个单独的参数 β
的组合。

对时间多项式阶数的设定需要考虑观测时点的数量，即追踪轮次：如果想要将时间的最高次项

设定为 ｄ 次，那么就需要有 ｄ＋２ 个观测时点［２６－２７］。 本研究有 ４ 个观测时点，所以时间的最高阶数可

以设置为 ２ 次，也就意味着，本研究有机会设定时间的 ０ 次项、１ 次项和 ２ 次项。
Ｎａｇｉｎ 在其著作中多次强调，对于模型的选择，要同时依据统计标准和主观判断，机械和僵化地应

用统计标准可能会导致次优的选择。 “应用正式的统计标准是以客观的测量和标准来规范和限制主观

判断。 但是，我们需要主观判断。 否则，洞见和发现（ｉｎｓｉｇｈｔ ａｎｄ 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ｙ）将会沦为方法的奴隶。” ［２４］这

里的主观判断是建立在研究者对所研究主题的领域知识（ｄｏｍａｉｎ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基础之上的。
模型选择包含两阶段的过程，先确定轨迹数量，再确定轨迹形态（即每条轨迹的多项式阶数）。 其

中，对轨迹数量的选择比对轨迹阶数的选择更重要。 在第一阶段确定轨迹组群数量时，此时的多项式

阶数可以是预先设定的，Ｎａｇｉｎ 建议可以先将所有的轨迹都设定为二次项，然后运行从 １ 组开始到预先

设定的最大组群数量的多个模型，最终确定 ＢＩＣ 值最大的那个模型中的 Ｊ 值作为组群数量的值［２４］。
本研究遵循这一建议，将时间的多项式阶数设定为 ２ 次项，然后分别运行包含 ２ 条轨迹、３ 条轨

迹和 ４ 条轨迹的模型。 “在保证呈现数据的区分性特征的情况下，不建议再加入更多的组群，当然什

么构成了区分性特征原则上依赖于分析目的”。［２４］参照同样是有 ４ 波观测数据的既有研究［２８］，同时

结合本研究的目的，最多设置 ４ 条轨迹足以展现数据的区分性特征。 上述 ２ 至 ４ 条轨迹模型的 ＢＩＣ
值分别是－３５５６１ ８１、－３５０８７ ５１、－３４９９１ ５９，其中，４ 轨迹组群的 ＢＩＣ 值最大，最接近于 ０，于是研究

最终确定 ４ 条轨迹。
第二阶段关注的焦点是确定多项式阶数，以识别第一阶段已经确定的组群数量中每条轨迹的形

态。 因为数据有 ４ 个观测时点，所以本研究最多可以设置时间的 ２ 次项。 也就是说，模型方程有机

会设置时间的 ０ 次项、１ 次项和 ２ 次项。 为了尽可能涵盖丰富的轨迹变化，同时也基于对所研究现象

的领域知识，包括残障变化轨迹研究［２６］、老年失能轨迹研究［２９］ 以及老年生活自理能力研究［３０⁃３１］，本
研究将 ４ 个轨迹的时间多项式阶数设定为 ２－０－１－２（顺序无关）。

图 ２　 轨迹组群识别结果

研究采用 Ｓｔａｔａ 中的 ｔｒａｊ 命令进行分析。 ｔｒａｊ 是用户编辑的软件包，需要采用 ｔｒａｊ 命令下载安装。
运行结果表明，样本老年人的认知老化轨迹可以被划分为 ４ 种类型，如图 ２ 所示。 依据每条轨迹的

特点，从上至下可以将其概括为：最好且下降缓慢组，组群成员 ２０９１ 人，占样本总数的 ５６ ９８％；中等

且中速下降组，组群成员 ９５２ 人，占 ２６ ６％；较差且急速下降组，组群成员 ４６１ 人，占 １２ ４９％；长期最

差组，组群成员 １３９ 人，占 ３ ８９％。
从图 ２ 中可以看出的“好消息”是，没有陡然的有明显拐点的下降形态，这表明认知衰退是一个

相对缓慢的过程。 “坏消息”是没有改善的轨迹形态，所有轨迹都是下降的，只是速度有别，这表明认

知衰退是一个不可逆的过程。 此外，还可以看

出，起点越低下降速度越快。 综合这三个方面，
我们可以总结出：保持良好的起点很重要，也就

是以良好的认知状态进入老年。
在评估模型对数据的拟合度时，学者经常用

到如下几项指标：（１） 每个组群的平均后验概率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Ｐｏｓｔｅｒｉｏｒ 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ｔｙ， ＡＰＰ）至少是 ０ ７；
（２） 所有组群的矫正分类优势比（Ｏｄｄｓ ｏｆ Ｃｏｒｒｅｃｔ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ＣＣ）都大于 ５，它评估的是最大概

率分配原则是否有超越随机分配原则的预测力，
公式是 ＯＣＣ ｊ ＝ ｛ＡｖｅＰＰ ｊ ／ （１－ＡｖｅＰＰ ｊ）｝ ／ ｛ π︿ ｊ ／ （１－
π︿ ｊ）｝，其中分子｛ＡｖｅＰＰ ｊ ／ （１－ＡｖｅＰＰ ｊ）｝是基于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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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概率分配原则正确地分配到组群 ｊ 的优势比，分母｛ π︿ ｊ ／ （１－ π︿ ｊ）｝是基于随机分配原则正确分类

的优势比；（３） 组群身份概率的两种估计要接近，即估计的组群身份概率 π︿ ｊ 与基于最大后验概率原

则被分配到这一组群的样本比例 Ｐ ｊ 要相近。
由表 １ 可以看出，在本研究中，四个组群的平均后验概率最大值为 ０ ９３，最小值也达到了 ０ ７９，

均大于 ０ ７。 对于矫正分类优势比（ＯＣＣ）这一评估指标，４ 个轨迹组群中最小的矫正分类优势比为

１０ ４３，满足大于 ５ 的标准。 每一轨迹组群的的 π︿ 和 Ｐ ｊ 两个比例相差无几。 这些诊断表明，本模型很

好地捕捉到了数据中的区分性特征，能够将个体正确地分类进不同组群。

表 １　 模型拟合评价指标

轨迹组群 组群样本规模 Ｐ π︿ ＡＰＰ
组群平均后验概率

ＯＣＣ
矫正分类优势比

最好且下降缓慢组 ２０９１ ５６ ９７％ ５７ ３９％ ０ ９３３５ １０ ４３２８
中等且中速下降组 ９５２ ２６ ６３％ ２６ １３％ ０ ８０５９ １１ ７４３７
较差且急速下降组 ４６１ １２ ４９％ １２ ６５％ ０ ７９３５ ２６ ５２９１
长期最差组 １３９ ３ ８９％ ３ ８１％ ０ ８１６６ １１２ ３１７１

　 　 （二）概要统计

在识别出轨迹组群之后，就要概要描述组群特征，以查看不同的轨迹组群是否具有不同的特征。
通常以交叉列联表的形式呈现这一结果。

我们首先来看本研究关注的核心预测变量———体现在身体上的社交能力受限。 社交能力受限

的分值越高表示身体受限越严重。 从表 ２ 的开头部分和图 ３－１ 可以看出，无论是身体受限的总体均

值，还是听说受限和行动受限的分类均值，基线时社交能力受限越严重的老人，他们此后越是属于认

知老化轨迹更差的轨迹组群。

表 ２　 轨迹组群的概要统计

最好且
下降缓慢组

中等且
中速下降组

较差且
急速下降组

长期最差组 样本量 Ｐ 值

社交能力受限：（均值）
身体受限（总体）： ２ ８５７ ３ ３４８ ３ ６５７ ４ ００９ ３６４３ ０ ０００
（１）听说受限 ０ ６７１ ０ ７３７ ０ ８０４ ０ ９６３ ３６４３ ０ ０００
（２）行动受限 ２ １９４ ２ ６０１ ２ ８５５ ３ ０５６ ３６４３ ０ ０００
性别
　 男 １３２２（７４ ５６％） ３４６（１９ ５１％） ８６ （４ ８５％） １９（１ ０７％） １７７３
　 女 ７６９ （４１ １２％） ６０６（３２ ４０％） ３７５（２０ ０５％） １２０（６ ４１％） １８７０ ０ ０００
年龄
　 ６０—６５ １４５７（５９ ５９％） ６１８（２５ ２８％） ２７８（１１ ３７％） ９２（３ ７６％） ２４４５
　 ６６—７０ ６３４ （５２ ９２％） ３３４（２７ ８８％） １８３（１５ ２７％） ４７（３ ９２％） １１９８ ０ ０００
户口
　 农业 １５０２（５０ ７８％） ８８６（２９ ９５％） ４３８（１４ ８１％） １３２（４ ４６％） ２９５８
　 非农业 ５８９ （８５ ９９％） ６６ （９ ６４％） ２３ （３ ３５％） ７（１ ０２％） ６８５ ０ ０００
教育程度
　 文盲 １６６（１４ ９１％） ４４７（４０ １６％） ３７７（３３ ８７％） １２３（１１ ０５％） １１１３
　 义务教育 １７０９（７３ ９８％） ５０２（２１ ７３％） ８４（３ ６４％） １５（０ ６５％） ２３１０
　 高中及以上 ２１４（９８ １７％） ３（１ ３８％） ０（０％） １（０ ４６％） ２１８ ０ ０００
在婚状况
　 无共同居住伴侣 ３１０（４９ ４４％） １７７（２８ ２３％） １０２（１６ ２７％） ３８（６ ０６％） ６２７
　 有共同居住伴侣 １７８１（５９ ０５％） ７７５（２５ ７０％） ３５９（１１ ９０％） １０１（３ ３５％） ３０１６ ０ ０００
子女数量
　 １ １８１３（５８ ３７％） ７９９（２５ ７２％） ３８１（１２ ２７％） １１３（３ ６４％） ３１０６
　 ２ １１７（６１ ５８％） ５０（２６ ３２％） １８（９ ４７％） ５（２ ６３％） １９０
　 ≥３ １６１（４６ ４０％） １０３（２９ ６８％） ６２（１７ ８７％） ２１（６ ０５％） ３４７ ０ 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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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１　 概要统计　 社交能力受限与轨迹组群 图 ３－２ 概要统计　 性别与轨迹组群

　 　 从概要统计中，我们也可以看出性别、城乡和受教育程度与老年认知轨迹之间的描述性关系。
属于认知能力最好的组群的男性比例（７４ ５６％）比女性比例（４１ １２％）高出近 １ 倍，与之对照，

女性在较差和最差轨迹组群的比例是男性的 ５ 至 ６ 倍（图 ３－２）。 从图 ３－３ 我们可以看出，在认知表

现最好组群，有约 ８６％的非农业户籍老人属于认知表现最好的轨迹组群，而农业户籍的人当中，仅有

一半的人属于这一组群。
学历最高的人几乎全部属于认知表现最好的轨迹组群，而认知表现最差的轨迹组群几乎全部是

学历最低的人（图 ３－４）。 义务教育会确保个体以较高比例归属认知表现最好的轨迹组群，且落入最

差组群的概率很小。 可见，只要接受过教育，即使学历层次不高，这些老年人的认知表现也会远远好

于文盲。

图 ３－３　 概要统计　 户籍与轨迹组群 图 ３－４　 概要统计　 教育与轨迹组群

（三）组群身份概率预测变量

应用组基轨迹模型要完成的第三项工作就是识别轨迹组群身份的预测变量。 与前面的组群特

征概述不同，这里要做的是在控制其他特征的前提下评估某一具体特征如何影响组群身份概率。 相

对于在对照组中的身份概率，每个系数估计测量的是风险因素如何影响（提升或降低）在特定组群中

的身份概率。 组群身份预测变量的输出结果见表 ３。
本研究将“中等且中速下降组”设定为参照组，所有其他轨迹组群的身份概率都与这一组群相比

较。 参照组的选择并不影响评估结果，任何组都可以作为参照组。 这里选择中等组而不是最好或最

差组作为参照组，是考虑到一般将“常态 ／常规”的组群作为参照组，而中等组更类似于常态的组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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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组群身份概率预测变量

轨迹组群 预测变量 参数估计 标准误 ｐ
中等且中速下降组（对照组）
长期最差组 截距 －０ ８２４３ １ ９９６５ ０ ６７９７

年龄（基线时） ０ ０６４６ ０ ０３０９ ０ ０３６７
性别（男＝ １） －１ ３３２８ ０ ３１００ ０ ００００
户口（非农＝ １） －０ ８７６５ ０ ６０２７ ０ １４５９
教育程度 －３ １７７８ ０ ４２８８ ０ ００００
子女数量 －０ ３１９５ ０ １２２０ ０ ００８８
在婚状况（与伴侣居住＝ １） －１ １０３７ ０ ３６９４ ０ ００２８
社交能力受限 ０ １８４３ ０ ０５１２ ０ ０００３

最好且下降缓慢组 截距 －０ ６５６７ １ ４８５６ ０ ６５８５
年龄 －０ ０７４５ ０ ０２１９ ０ ０００７
性别 １ ０６３７ ０ １３６４ ０ ００００
户口 ２ １１３５ ０ ２５８７ ０ ００００
教育程度 ２ ８１８０ ０ ２４７９ ０ ００００
子女数量 ０ ０４７８ ０ ０８６４ ０ ５７９８
在婚状况 ０ ４０４１ ０ ２６８３ ０ １３２１
社交能力受限 －０ １６９５ ０ ０３６１ ０ ００００

较差且急速下降组 截距 ０ ３４１２ １ ６５７９ ０ ８３７０
年龄 ０ ０４２８ ０ ０２５４ ０ ０９２１
性别 －０ ４８７７ ０ １８９９ ０ ０１０３
户口 －０ ０５４２ ０ ３６９６ ０ ８８３４
教育程度 －２ ０２３３ ０ １９５１ ０ ００００
子女数量 －０ ２９０６ ０ １０１７ ０ ００４３
在婚状况 －０ ８４３９ ０ ２９９３ ０ ００４８
社交能力受限 ０ ０５５７ ０ ０４３４ ０ １９９５

　 　 我们先来看四轨迹中长期最差轨迹组群与对照组的比较。 基线时社交能力受限越严重的老人

此后越可能属于认知表现最差的轨迹组群，这种作用在统计上显著。 年龄增加的作用与之相似，但
是，即使是年龄这个通常被认为与认知老化关系最密切的变量，其对认知衰退的影响也不如社交能

力受限的影响（无论是系数大小还是统计显著性）。 子女数量和在婚状态会降低在长期最差轨迹组

群的概率，可见，家庭成员的保护具有“保底”作用，可以降低老年人落入认知表现最差轨迹组群的

概率。
我们再来看四轨迹中认知表现最好的轨迹组群与对照组的比较。 基线时社交能力受限会显著

降低老年人此后属于最好组群的概率。 子女数量和在婚状态虽然会提升这一概率，但是在统计上不

显著。 婚姻对认知的保护作用一直被视为是稳健的研究发现，但是当老人身体受限对认知的损害在

统计上显著时，此时子女和伴侣的保护作用也无法强大到使其处于相对最好的认知状态。 此前，既
有研究只是笼统地讨论亲密关系成员（伴侣和子女）对个体健康（包括认知健康）的积极作用，而本

研究发现则进一步发现，这种作用不是体现在“拔尖”而是体现在“保底”。
最后我们来看较差且急速下降组。 基线时社交能力受限增加了老年人此后属于较差且急速下

降轨迹组群的风险，但在统计上不显著。 在社交能力受限的影响不显著时，子女数量和在婚状态会

显著降低在“较差且急速下降轨迹组群”的概率，相应地，会增加其在相对较好的轨迹组群（中等且

中速下降轨迹组群）的概率。
在本研究中，受制于调查题项的可得性，与评估听说受限的题项数量相比，评估行动受限的题项

所占的比重更大（８０％）。 行动受限对家庭外部社会交往的影响比对家庭内部社会交往的影响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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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前述两组与对照组的比较，我们尝试推论：家庭内外的社会交往可以相互补充，只要有一种社会

联结存在，就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对老年认知能力起到保护作用。
苏珊·平克在其讨论社会联结对健康影响的著作中对这一点有精彩的阐述：“任何一条社交纽带

都可以弥补另一条的不足，假如你没有幸福的婚姻，但是身边有许多亲密的好友，你的健康可能仍然

不错。 假如你婚姻幸福，只是不能经常见到你的朋友，你和配偶的关系同样可以给你提供保护”。［３２］

对于认知健康来说，最高危的人群是那些在多重社会维度上都切断了与他人往来的人。 如果一个人

的听说能力或行动能力受损，那么他 ／她最有可能属于这类人。

六、结语

（一）结论与讨论

身体上的社交能力受限显著损害老年认知表现，体现为：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基线时老人

听说能力和行动能力受限越严重，此后的七年他们就越可能属于认知表现更差的或下降速度更快的

轨迹组群，相应地，就越不可能属于认知表现更好的或下降速度缓慢的轨迹组群。 伴侣和子女对老

年认知具有一定的保护作用，但是即使是他们也不能抵消身体受限对认知能力的损坏，而且听说障

碍也会限制老人与家人的情感沟通和社会交流。
本研究发现有助于我们反思当下干预策略的不足。 学者和政策制定者在认识到社会性与老年

认知之间的关系后，给出的“社会处方”包括鼓励老年人参与社会交往、参加社会活动［３２－３３］。 他们的

前提假定是：老年人是因为缺少主观能动性或者缺乏客观参与机会才没有参与社会交往，因此政策

干预就是要激发能动性和提供参与机会。 但是，他们忽略了一个重要方面，那就是一些老年人没有

参与社会交往并不是因为他们“不想”而是因为“不能”，即使他们主观上有意愿、客观上有机会，因
为听说障碍或行动受限，他们也无法走出家门或参与交流。

在自然灾害等极端请况下，社交能力受限老人将会遭受比其他老人更加严重的伤害。 在《热浪》
一书中，面对突如其来的高温，那些因为身体原因被困在自己房子内的老人死亡率最高，他们甚至都

无法站起来将窗子打开。 而且，极为有限的社交网络使得他们甚少被关心和关注，一些老人死亡几

天之后才被发现。 “社会交往是决定热浪下生存脆弱性的关键因素”，对于那些“遭遇各种形式完全

隔离”的老人来说，“他们的生与死显得没有分别” ［３４］。
鉴于此，一些未受到应有重视的干预策略应该被重申和强调。 首先在硬件上，应加强居住和公

共空间的残障设施建设，给因行动不便需要借助辅助设备出行的老人提供便利，包括楼宇建设和交

通实施。 其次，在观念上，要建立一个老年友好型社会，而非老年歧视型社会［３５］。 歧视老人的社会

氛围会导致“信任和社区互惠关系的崩溃”，增加老人对外出和社交的恐惧，以致一些老人生活在

“自我软禁的状态中” ［３４］。 社会的进步并非仅仅体现为智能手机和数字化治理，还体现为对弱势群

体的照护。
对于听障老人，佩戴助听器大幅提升了他们参与社会交往的可能。 尤其应该关注处境不利老人

对助听设备的需求。 与听力障碍相比，语言障碍难以借助辅助设备克服。 但是，从人类进化史的角

度来看，语言是晚近的进化成就，在此之前，包括人类祖先在内的灵长类是通过诸如梳毛这类身体抚

触进行社交和沟通的。 即使在语言出现之后，无法言表的感情仍旧需要通过身体接触传递［３６］。 对

于存在语言交流障碍的老人，面对面的、身体上的接触可以重建与他人的联结体验。 触摸提供了一

种与他人交流的感官方式，抵消了社会脱节的感觉［１７］。 研究表明，在老年人当中，尤其是那些日常

关系中没有身体接触的老年人，抚摸和按摩可以减轻他们的孤立体验和情感痛苦［３７－３８］。
（二）局限、警示与展望

本研究的研究局限是，模型中的时间维度变量是调查轮次而不是每轮调查受访者的年龄。 对于

组基轨迹模型来说，使用受访者年龄作为时间变量将能够得到更有意义的研究发现［２８］。 理想情况

是，我们对于一批在 ２０１１ 年基线调查时 ６０ 岁的样本群体持续追踪 １０ 年，收集 ５ 轮数据，那么我们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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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清晰地看出在认知老化轨迹上的组群差异。 现实情况是，数据中单一年龄群体（如 ２０１１ 年基线调

查时 ６０ 岁的样本群体）数量较少，而 ４ 轮都被持续追踪到的样本就更少。
在解读基于组基轨迹方法的研究发现时，我们需要在如下几个方面保持警醒。 首先，模型揭示

出的轨迹组群不是真实存在的类别，它们只是对复杂现实的启发式总结，是对总体差异的统计近似。
所以，不能将其实体化，尤其是不能对其中的不利组群污名化，进行“我们”和“他们”的分类。 身份

归类是暴力的来源。 其次，与实体化风险相伴随的是进行个体层面的评估，基于自己或他人在预测

变量上的特征而进行主观分类。 预测变量指向的是概率，而不是确定性结果。 即使某组特征增加了

某些个体遵循某一特定发展轨迹的概率，也不是所有具有这种特征的个体都会遵循这一轨迹。 最

后，轨迹并非是不可改变的。 随着追踪时期加长、追踪轮次增多，将会揭示出数量更多、形态更丰富

的轨迹组群（追踪 ５ 轮及以上，就可以在模型中加入时间的 ３ 次项），那么原初的轨迹组群就会发生

改变，至少在数量上会增多。 此外，生命历程中的转折点事件也可能会导致轨迹走向发生变化。 随

着预期寿命的延长，老年成为一个漫长的人生阶段，而不是死亡之前的短暂前奏。 在这一人生阶段

发生的任何转折点事件，例如老年丧偶、老年再婚、老年再就业等，都会影响老年后生活的结果，这有

待于后续研究去揭示。
ＣＨＡＲＬＳ 在逐渐完善其对老年认知的评估。 ２０１８ 年第 ４ 轮追踪加入了新的模块，包括认知情况

电话访问量表（Ｔｅｌｅｐｈｏｎｅ Ｉｎｔｅｒｖｉｅｗ ｆｏｒ 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Ｓｔａｔｕｓ， ＴＩＣＳ），简明社区痴呆筛查量表（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Ｓｃｒｅｅｎ 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 ｆｏｒ Ｄｅｍｅｎｔｉａ， ＣＳＩ－Ｄ），以及测量口语流畅性的题项等内容。 这些新增部分能够更

好地评估认知功能和痴呆症的发生，为未来开展相关研究提供了坚实的数据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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